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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人于 1991 年 9 月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谭朴森先生领导下，开始博士班的研

究。1992 年至 1993 年我在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1993 年 9 月回英国到 199

4 年 12 月。1995 年 5~6 月我在伦敦通过博士考试，然后离开英国。 1998 年在

美国 Dartmouth 大学参加郭店老子研讨会再有机会与谭老师见面。我看到他的时

段虽然不长，但是由于他是我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我们接触的时间比普通更深。 

  

前言 

《视思明、听思聪》是孔子形容君子的一句话，全文曰：「君子有九思：视

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这句话非常符合谭朴森先生。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君

子会注意九件事情：用眼睛看的时候他一定要看清楚，厅别人讲话他要抓住重点。

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时他注意到温暖，在人间关系方面他非常有礼貌。讲话的时

候他重视忠信，作事情方面他很尊敬。有疑问的时候他不怕问问题，碰到自己很

难接受的事情就会想到避免发生更多的困扰。看到好机会的时候只想如何追求

善。」以下我们用这句话反省谭老师的做人质量。 

  



视思明 

在郭店老子会议中，谭老师提供最有艺术、最仔细的文献，可惜在出版时无

法印刷他所使用的各种颜色，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要帮助我们了解出土数据与其它

版本的关系，为此他把版本与版本列出来，用号码、颜色、符号帮助读者了解这

些版本之间的关系，因而才能以科学的方式选择最可靠的。他这样很仔细研究每

小部份。记得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到了 1994 年年底我已经写完，想安排考试

时间，其实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完我的论文，因为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会先提一

件小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提供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他那么仔细看，就无法读完！记

得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么急？」其实，我就不愿意留在伦敦，想赶

快回东方。  

谭老师的研究文献法及版本研究是其它学者更有资格讨论，也许是他对学术

界最重要的贡献。看起来很无聊、过分仔细，却是非常重要，只有在此劳力的基

础上我们才能够有可靠的版本，才能避免主观的偏见。《视思明》是谭老师的风

格，也是我们学术界应该保留的精神。 

  

听思聪 

谭老师会非常认真地听别人的意见，因此与他讨论问题是很愉快的经验，当

然他的学问超过我的，所以他常讲各种很有意思的小事情。他对语言研究特别强，

能分析语言内的每一字每一辞甚至每一音。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语言与计算机的

关系，不过最后好像没有计算机公司能利用他的高见，结果到今天为止打中文计

算机仍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现在必须用一个所谓「自然输入法」，用拼音打

的时候计算机应该提供最适当的辞，但是计算机自己会自动改变使得你必须一致

检查所打的字是否对。看起来计算机的设计缺乏谭老师对语言的研究，也缺乏他

的聪明。这是现代中文世界的很可惜的现象。 

  



色思温 

「色」在古文中有不同意思，在此应读为脸上的表情。在此方面谈老师一致

保持他的温良心情，很高兴与人谈话。第一次我与他谈话是在电话上。我想来伦

敦读博士班，所以先给他或亚非学院写信。不过后来没有回信，而我不知道是否

可以入学，所以我从香港给他打电话，请他说是否接受他。当时他没有意识到我

需要很快知道学校会不会接受我，因此他什么都没有做。讲电话时，他就明白，

马上说我可以放心，他会接受我而且会与入学委员会谈，不用担心。我看在台湾

入大学的各种入学考试、各种条件和面试等，我非常高兴我是靠人间的温暖入学。

听说他生病的过程中他仍然保持平静温和的态度。 

  

记念 

也许其它学者、亲友能继续说明谭老师的美德，本人无法说很多。不是因为

他没有，但是由于我与他接触的时间不多，还有因为我的记性很差。我无法记得

具体的事情，日期地点都模糊。谭老师是否写了很多学术论文我也不知道，因为

我没有很多机会继续参加出土资料的研究或版本的研究。有时我可能记得谭氏的

一个小故事，但是到了中间故事变成模糊。譬如，我记得他说小的时候他有一次

在一个场合（也许在公交车上）他开始讲道理，如同他传教士的父亲一样，给大

家听。但是这个故事与他儿子的故事混为一体，好像儿子（或是否女儿？）在中

国讲流利的华语，让其它小朋友很惊讶。不过，到了美国（或英国）小朋友第一

天从学校回家时说：「大家都将妈妈的话！」原来在家里，谭氏讲华语、夫人讲

英语，因此小朋友认为英语只有母亲有资格讲。 

反省我对谭氏记忆的状况让我反省我们如何记得古人，其实也是那样一句一

话，有时可能有小故事，但是故事与语言分开，或那句话与其当时的时空背景已

经完全脱离关系。《论语》就是这样的书，零碎的一章一章，好像没有多少关系，

或若有，只是编者所加的，将同类的句子放在一起。也许我们今天的会议对谭先

生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我们已经开始编辑他的生传，而且把重点放在他的学术

活动，特别是他对出土资料的研究。 



我们这样做让我想到冯友兰先生形容爱因斯坦，从类型来看，爱因斯坦是物

理学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他对物理学的贡献，从特殊个体来看，爱因斯坦有某种

性格、爱好等。在《新事论》冯友兰先生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文化的类别，从类型

来学习，因此中国应该学西方的类型，即现代化、工业化。在同一本书中，冯先

生也开始感觉到，除了类型，特殊性也重要，因此才说中国有些不可改变的基本

文化特色。 

我们今日会议分两部份：出土数据与谭朴森先生的故事，也许我们可以说前

者是强调谭氏的类型，一位研究出土文献的学者，而且我们希望更多人学习他研

究的方法，后者则重视他的特殊性格，他在生活历史与喜好。从某方面看，后者

不重要，学者只研究前者就可以。不过，如同冯氏在抗日战争发起时所感觉到的，

我们不能完全放弃特殊性格，因为类型无法处理文化的特色。同样我们学习谭先

生的研究方式时，不必忘记他做人的特色。他对古文献的仔细研究与他对亲友的

聆听都一致，因此我选本文的题目时不能不想到孔子与《论语》。孔子的「道」

与孔子的「作风」是一套，彼此互相说明。今日学术界常有明显的公私之别，以

学术研究当公，以个人私生生活当私。当然有理由，而且是好的理由，但是孔子

与整体华人文化提醒我们，此公私之分不应该太过分，人是一个整体：个人生活

模式与学术研究有彼此互动的联结，相信这也是我们会议的最终目标。  

写完了上面的一段话，我刚好在读 Mirjam Pressler 的 Anne Frank: A Hid

den Life (安妮的隐藏生活)一本书。作者编辑安妮的日记，而且认识很多认识

安妮的人，但她也提到记性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特别恰当： 

大概我们对他人的记忆很像顿时画图的一幅水墨画，本来在白纸上画得很

细，但过了几年白纸黄化了，原来的颜色单调了。每次有人请你记得那个

人，你再次将旧纸拿出来，为了协助观众你把线加黑，颜色加深，错误或

误会改善。也许由于本身很感动就加强原来的图案，这是太容易的。安妮

是什么类的人？快乐吗？那么，多加点红色吧。悲观吗？那么，多加点蓝

影。当时的人是否承认她很特殊吗？用粗黑线吧。每次问答使得那幅画改

变，最后你再看不到原来的细线，再不认识原来的颜色，那些暗示、猜测、

疑问，致到你无法分清何为事实何为解释[1]。 

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818#_edn1#_edn1


恐怕我们这两天纪念谭老师亦是这样的，当然从大家所提供的数据我们一定会对

他有更深刻的影响，我们更能够知道他做人的样子，不过在此「必要的美化」中，

我希望能够在心理永保持那带胡子的笑容，那温柔的声音及充满知识的言语，又

是学者又是好父亲的他，轻松地呼我：「Edmund…」。在充满紧张的学术界中，

我多么幸福能认识 Paul 能于他学习，能有一位君子领导我。谭朴森先生 Paul 

感谢您。 

  

 

 

 

[1] Pressler, M., Anne Frank: A Hidden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9,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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